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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八十八年地方制度法施行以來，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衍生多次自治監督爭議，爭議之層面涵括地方立法權、人事組織權及財政權等地方自治核心領域。

九十一年五月三日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里長延選案決定，為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行政院撤銷地方辦理自治事項決定之指標性個案。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司法院大法官針對里長延選案作出之釋字五五三號解釋，並未使該案定紛止爭，中央與地方反而各自引用該號解釋，作有利於己之詮釋。惟五五三號解釋指出「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監督之制度設計，除該法規定之監督方法外，缺乏自治團體與監督機關間之溝通、協調機制，……立法者應本憲法意旨，增加適當機制之設計。」凸顯出建立中央地方協調機制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本文以台北市里長延選案此地方自治爭議個案進行討論，並以日本、德國及法國地方自治監督爭議之協調為借鏡，試論建立我國中央與地方爭議協調機制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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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方自治為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也允許國家對於地方自治團體採取自治監督。政府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已逾半世紀，中央對地方自治監督於各階段呈現不同之態樣。於台灣省地方自治實施綱要時期，採取監護型上對下自治監督方式；八十三年「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施行後，雖地方自治法制化，但監護型本質未明顯改變（紀俊臣，1996：12；趙永茂，1997：187）。八十八年一月地方制度法施行後，自治監督已逐漸由監護型地方自治，轉變成分權式的地方治理型態。

地方制度法施行後，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意識日增，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逐漸產生爭議，爭議之層面涵括地方立法、人事組織權及財政權等地方自治核心領域。例如統籌分配稅款、組織人事權（警察局長人事任用權）、中央修正公益彩券發行條例被評為剝奪地方權限、台北市的健保保費分擔爭議等事項。
九十一年四月台北市政府以里界調整為特殊事故，公告延期辦理里長選舉，行政院於五月三日函復台北市政府，撤銷台北市政府延後辦理下屆里長選舉案之決定。台北市政府於五月八日將里長延選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聲請釋憲釐清中央撤銷北市里長延選公告，是否侵犯北市地方自治權。

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司法院大法官針對里長延選案作出之釋字五五三號解釋，並未定紛止爭，中央與地方各自引用該號解釋，作有利於己的詮釋。

里長延選案之意義為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行政院撤銷地方辦理自治事項決定之指標性個案，釋字五五三號指出，「該案涉及憲法層次之民主政治運作基本原則與地方自治權限之交錯。」，故本案之影響層面及重要性自不可言喻。

五五三號解釋解釋理由書指出，「惟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監督之制度設計，除該法規定之監督方法外，缺乏自治團體與監督機關間之溝通、協調機制，致影響地方自治功能之發揮。」，明指現行制度不足以解決自治監督之爭議。此一再重演之大小自治監督爭議，似已對地方自治之憲法制度性保障，產生負面之影響。

既然釋憲者已對憲法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之設計有所催促，如能探討現有之爭議解決機制，釐清自治監督之根本原則問題，應對我國地方自治監督之未來發展有所助益。 

另外，在全球化地方分權之趨勢下，各國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意識日增，那麼，其他國家如何解決中央與地方爭議呢？其是否值得我國借鏡，本文將試論建立我國中央與地方爭議協調機制之可行性。

貳、里長延選案

本案係九十一年四月三日台北市議會於通過「台北市行政區域劃分及里鄰編組自治條例」，台北市政府遂以里界調整為特殊事故，公告延期辦理原訂六月八日舉辦之里長選舉。內政部於四月三十日報請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的里長延選案，行政院於五月三日函復台北市政府，撤銷台北市政府延後辦理下屆里長選舉案之決定。
一、爭議點探討

（一）里界調整是否為特殊事故

台北市政府主張依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村（里）長改選或補選，如因特殊事故，得延期辦理改選或補選。」以里界調整為特殊事故，公告延期辦理原訂六月八日舉辦之里長選舉。
內政部對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特殊事故」之認定，一向從嚴解釋，僅以下兩種情形例外。即：1.重大之災害、變故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足以影響改選事宜者；2.單一種類選舉之辦理，所費甚鉅，而有與他種選舉合併辦理之可能，不予合併足以造成社會資源重複浪費情事者。
（二）解釋權歸屬

台北市政府強調，直轄市里長延選之核准權及「特殊事故」解釋權歸屬於直轄市政府；另外，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的自治事項包括公職人員的選舉，里長為直轄市之公職人員，因此，里長選舉為地方自治事項，中央無權以法律解釋干預地方自治事項。

內政部援引司法院九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一七一次會議決議「中央法規之解釋，原則上應以中央主管機關之見解為準，地方機關之法律見解與中央主管機關有異時，應受中央主管機關見解之拘束。」，駁斥台北市政府所主張之法律解釋權。

（三）合法性監督或適法性監督

台北市政府法規會援引訴願法第七九條第三項規定，「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事務者，其受理訴願之上級機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決定之」，強調上級機關僅能進行合法性審查。地制法第八三條之「特殊事故」為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台北市政府僅是和內政部法律見解不同，法律見解不同，不當然構成違法。（陳清秀，2002：180-182。）

台北市政府於九十一年五月八日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標的有三，1.聲請司法院大法官針對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延期選舉的「特殊事故」做統一解釋。2.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確認台北市政府以「里界調整」為由延後里長選舉是否合法。3.行政院動用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的撤銷處分，是否侵犯地方自治權限；以及司法院大法官針對國大延任所作之釋字第四九九號解釋文，是否可擴張解釋適用於任何層級的選舉。

二、行政院解釋案綜合意見書之程序、實質論點

在程序問題方面，聲請機關在本案乃是代表地方自治團體行使法律所賦予之自治權，因此聲請機關當非行政院所屬之下級機關。從而，行政院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撤銷聲請機關核准里長延選之決定，對於聲請機關自應構成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所稱之行政處分，不服行政院撤銷處分，聲請機關應依訴願及行政訴訟請求救濟，本聲請不合程序件，應不予受理。

在實質部分，行政院認為，作為自治事項依據之法律，其解釋權在中央。一事務被列為自治事項之後，並非意味地方自治團體就該事項之實施，具有就所有層面均得為最終決定之全權。相反地，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之實施，不但必須接受自治監督機關之合法性監督。就該自治事項如有中央法律存在（通常均有之），以提供全國一致性的基準者，則地方自治團體亦須受此種法律之拘束；而就該中央法律之統一解釋權，亦均由各該法律之中央主管機關行之。

特殊事故應採例外從嚴解釋。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條文既規定為「特殊事故」，則其解釋即受法條文義之客觀拘束，以及前述「例外從嚴」原則之限制，因此必須確有一事故發生，且該事故確屬「特殊」，方得執為里長延選、延任之依據。而所謂之特殊，應為一種事前難以預期且不能改變之情事變化，而具有例外、迫不得已之性質者，方足當之。
區里調整非重大公共利益。調整方案，可能被減併者不過五里，僅略多於全市四百三十五里之百分之一，縱如聲請書所言「將侵犯里民享受里長服務之權益」，其人數亦僅七千餘人，相對於全市二百六十三萬居民，尚不及千分之三。據此極不成比例之影響而延長四百三十五里里長任期，侵犯二百多萬居民依法如期行使投票權之參政權，顯不符合聲請書所稱之「成本效益分析」，更係以輕微利益而妨礙重大公共利益。
三、學界對里長延選之綜論

而學界則針對里長延選案有不同之論點，如認為本案中央對地方自治事項之監督不適切問題，「中央對台北市有監督之權，這種監督的關係在法律上稱為法律監督或是合法性性監督。內政部法律監督的依據，必須是根據立法院制定的法律或是立法院授權行政機關所頒布的法規命令作為依據」（董保城，2002：12）；「地方制度法本身就是劃分整體性與定制宜性的機制，如果解釋地方制度時還要以整體性原則為依歸，大法官所說的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又將置於何處？至於法律秩序統一性，則是法治國家的必要原則，但絕不是統一在中央主管的令箭下」（蘇永欽，2001年：12）；如「特殊事故一詞之解釋，於自治事項之領域，中央似應種地方政府之權限，不宜越俎代庖或頤指氣使」（法治斌，2002：22）

但另有學者認為，台北市政府不合法理及程序，「行政體不可因為自己的怠惰或故意造成遲緩、遲延的狀態，利用此狀態、作為理由主張『特殊事故。』」（陳銘祥，2002：179）；「行政院對於市府延選決定所為之撤銷屬於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之行政處分，在經權責機關依法撤廢之前，乃是一有效處分，北市應受拘束，因此，北市府如有不服，自應循訴願及行政訴訟爭執之，而不是逕自聲請司法院解釋。」（黃昭元，2002：9）
大法官釋字五五三號解釋指出，「里長選舉既屬地方自治事項又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固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所為合法性之判斷。」似已肯認上級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之際，應尊重該地方自治團體；但解釋文又但書「如其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上級監督機關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此句「尚非不得依法撤銷或變更」，使得此號釋憲被評為未解決問題而治絲益棼。

參、自治監督與爭議解決

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憲法權限劃分之相關規定，並未對自治監督之根本原則有所釐清。地方制度法對於自治監督規定亦有所不足，不足以因應中央地方互動時所產生之爭議。
一、自治監督之意義

各國政府對於地方政府之監督，一般分為立法監督、行政監督與司法監督三類，於地方制度法中分別有明訂，依其程序又可分事前監督、事後監督。（薄慶玖，1997：5。）
地方自治之監督，係指上級監督機關就地方自治團體之行為（包括立法行為、執法行為）加以監督，以確保國家法秩序的一致性，原則上係區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而有不同的監督權限（黃錦堂，2000：285）。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八○、四五○號解釋文中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保障說，釋字第四六七號則指出自治事項、自主組織權為地方自治之主要內涵。釋字第四九八號則更深入闡釋，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由司法院各號解釋可觀察出大法官釋憲者對於地方自治發展觀點之逐步轉變。
二、自治監督爭議之解決途徑
目前之中央地方權限爭議解決機制，憲法明訂之由立法院解決之（憲法第一一一條），或由司法院解釋之（法律統一解釋 ）。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三○條第五項（就地方之立法權）、第四三條第五項（就地方之單純決議）、第七五條第八項（就地方之執行權）係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亦即地方制度法就地方立法權、執行權之自治監督爭議係採司法院解釋之途徑，與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至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顯有不一致。（蔡茂寅，2000：48）
本案造成之中央地方僵持、緊張與對立，凸顯了我國地方制度設計的若干問題：

（1） 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處理機制的僵化遲緩。

（2） 地方制度法與司法權銜接的不良，所造成的「制度缺環」（missing linking）（劉文仕，2003：126）。

三、里長延選應循何途徑解決

司法院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明確釋示：「衡諸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權限（參照憲法第七十八條），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尚不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審查。從而地方自治團體依第七十五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釋，應限於上級主管機關之處分行為已涉及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力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五項聲請解釋之情形。」(解釋理由書第三段)。亦即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之意旨，針對自治監督機關所為之具體監督處分，受處分之地方機關仍應依訴願及行政訴訟之通常訴訟途徑尋求救濟。
釋字第五五三號解釋更明確指出，憲法設立釋憲制度的本旨，並不在於從事具體處分行為的審理，本件行政院的撤銷行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如有不服，乃屬地方與中央監督機關間的公法上爭議，僅能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為終局判斷，要不得直接聲請大法官解釋。

假設台北市不服行政院的撤銷行為，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濟請求撤銷該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針對行政院之撤銷處分提出釋憲案，並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聲請釋憲中之程序，致行政院無法撤銷其執行
，其事實上里長延選之存續狀態，就算要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已無法效實益。

如果以後類此自治監督爭議皆如此反復延宕而無解，不但易引起民眾對中央地方對立之疑惑，更對地方自治長遠發展有所斲傷。 

肆、中央與地方關係與爭議

有關中央與地方關係，日本的運作模式「相互獨立」﹙mutual independence﹚、「地方政府對中央的單方依賴」﹙unilateral depend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on the center﹚、「中央對地方政府的單方依賴」﹙unilateral dependence of the center on local government﹚及「重疊機制」﹙overlapping authority﹚較常被作為中央與地方關係比較基準。（Michio, 199:7132-133）

美國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可歸納為，各自獨立相互對等的「對等權力模式」（coordinate-authority）、中央擴大對地方掌控之「包含性權力模式」（inclusive-authority model）以及中央與地方相互制約、協商的「重疊性權力模式」（overlapping-authority model）三種運作模式。（Wright, 1983:422-426）。

各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雖主要因各國為單一國或聯邦國而有殊異，惟不同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會導致中央地方爭議化解或對立，究竟對我國有無借鏡之處，值得研究。

一、日本的中央地方爭議處理機制

日本於一九九○年代推展地方分權，新地方自治法創設了二階段之地方自治爭議處理制度。第一階段，設立國家地方爭議處理委員會（準司法干預），處理中央與地方之紛爭。在地方與地方間，創設「自治紛爭處理委員會」制度，處理地方間爭議；第二階段，不論中央與地方或地方間，均為依司法訴訟程序處理之訴訟制度（稱為司法干預）。（蔡秀卿，2001：163）。本文因主題為中央與地方爭議及爭議協調機制，故僅針對日本國家地方紛爭
處理委員會（中央與地方之爭議），而不討論自治紛爭處理委員會（地方間紛爭）。

(一)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之設置

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五○條之七至之九規定，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設置於總務省下，調查審議關於中央與地方間紛爭事項、不服審查事項等。委員會之組織，由五人組成，委員由社會學識經驗者擔任，經兩議院同意，總務大臣任命之；委員成員中，同一政黨或政治團體者之比例不得超過半數。

(二)審查對象

並非所有中央對地方之自治監督事項均能向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請求審查，得請求審查之事項，範圍限定在以下三項干預
：1.改善請求、許可拒絕及其他處分及其他相當於公權力行使行為；2.國家之不作為；3.協議；地方公共團體與國家行政機關間之協議，地方公共團體已履行誠信義務但無法達成協議時，地方公共團體得向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請求審查確認履行誠信義務（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五○條之十三第三項）。

(三)委員會審查權之範圍

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審查權之範圍，為審查自治事項干預之違法性及不當性。
(四)國家行政機關之處置法效力

即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為勸告後之法效果。此勸告雖無法定拘束力，但近似強制的義務。關於國家行政機關之干預及國家之不作為，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對之為勸告後，該國家行政機關應於勸告指定之期間內，依勸告意旨為必要之處理，並將處置情形向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報告（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五○條之十八）。
二、日本之司法干預－機關訴訟

關於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之紛爭及都道府縣與巿町村間之紛爭，新自治法創設了干預之撤銷訴訟及干預之不作為之違法確認訴訟。此等訴訟，性質上屬機關訴訟（行政事件訴訟法第六條）。
(一)審查請求前置主義

提起訴訟前，原則上必須先向國家地方紛爭處理委會或自治紛爭處理委員提出審查請求，審查請求後，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提起訴訟：1.對委員會或委員之審查結果有不服者；2.對委員會或委員之勸告有不服者；3.對依委員會或委員勸告所為處置有不服者；4.不依委員會或委員勸告所定期間內為處置者；5.審查請求後逾九十日仍未收到審查結果或勸告通知（日本地方自治法第二五一條之五第一項、第二五二條第一項）。

(二)訴訟程序

關於訴訟程序，分別規定於行政事件訴訟法、新地方自治法及最高法院規則。
三、德國之自治監督與行政爭訟機制

德國為聯邦體制國家，由十六個邦組成，但各邦均為「單一國」之體制，邦中央政府下，設有縣巿－鄉鎮。德國基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後段規定縣（鄉鎮集合體）應在法律所設定之任務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利。

(一)地方自治團體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

以德國巴登－符騰邦鄉鎮邦轄市自治法第一二五條規定，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利保護：就上級監督機關在合法性監督領域之處置，地方自治團體得依德國聯邦行政法院法有關之規定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黃錦堂，2001：272-275）

(二)監督之手段

德國地方自治監督之手段有許多種，區分為兩大類，一是事前監督，指同意權之保留，第二類為事後之監督手段，重要者為地方自治團體所為決定之撤銷，以及地方自治團體不決定時之代為執行。為完成此兩項終局之行政決定，上級監督機關有權要求地方地方自治團體提供資料、提出指責權、於地方政府仍然拒不執行時之限期改善與代為執行。上級監督機關所之個案決定，基本上係屬於對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利的「干涉」，從而應被視為不利益之行政處分，地方自治團體得提起行政爭訟。（黃錦堂，2001：272-275）

 (三)德國地方自治團體之憲法訴訟權

依德國基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4b之規定，鄉鎮巿及鄉鎮團體就其基本法第二十八條所享有之自治權，於受法律侵害時，均可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法規範之合憲審查，係審查其是否合邦或聯邦憲法中之地方自治條款。

四、法國的自治監督

(一)法國為典型之中央集權國家

依據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七十二條法律規定，法國之中央地方制為「行政雙軌制」。法國的地方自治團體分為大區、省及巿（鎮），有五個行政層級，即大區、省、巿（鎮）級及縣區為中央派出機關。法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自治監督特點為：首先，法國中央對於地方的自治監督並非由中央政府親為，而是授權中央派駐地方的機關代行，其次，法國的地方自治監督關係，只存在中央政府與各層級的地方間。（徐正戎，2001a：126-127）
法國一九八二年起地方分權法規陸續的公布施行，使得存在多年之中央駐地方機關的職權大大縮減，而地方民選議會所代表的立法機關與民選議會議長所代表的行政機關，則成為地方自治的主體。關係從「上下監護」變成「平行監督」。法國最後有權審定機關亦從以往的中央派駐地方機關，轉移為行政法院。（徐正戎，2001b：126-127）
（二）司法監督由行政法院法官審議

法國之自治監督分為司法監督與財政監督兩種
。

司法監督（徐正戎，2001c：24）乃指省主席得請求行政法院的法官撤銷地方所頒訂的自治法規或決議而言。由於司法監督的啟動者多為省主席，因此司法監督又被稱為「省主席訴訟」，由行政法院法官負責審議。

伍、結論

雖然釋字五二七及五五三號揭示循行政爭訟或大法官釋憲途徑解決中央地方自治監督爭議，筆者認為，中央與地方之爭議未必全然得循行政爭訟或大法官釋憲途徑，因行政爭訟或司法院大法官釋憲途徑所耗費之法制成本過高，且未能有效解決具時效性或具政治性質之爭議，台北市里長延選案即為實例。本研究提出三項結論建議

一、爭議協調機制體制建立有其必要性

欲使我國中央地方關係良性互動，首先中央要改變以往監護型的自治監督，改以對等、協力、夥伴關係來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其次則要釐清中央地方權限爭議解決途徑。
我國現行有關中央與地方自治權限爭議的調節機制，或為概括的立法權力的行使或為事後的司法介入，均缺乏能動性，對於中央與地方的權限爭議、衝突，並不能提供適時有效化解的途徑，無助於夥伴關係的型塑。從臺北市里長延任案的爭議經驗，更充分顯示，除立法解決與司法解決外，似可考慮另外建構一套機動性較強、彈性較佳的行政裁決機制。（劉文仕，2003：133）
學界亦提出成立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處理委員會之相同論見，釐清現有以期早期並有效解決權限爭議
。二○○○年一月舉辦之年全國行政革新會議，中央地方關係組第一次學者專家分組預備會議中，內政部報告初稿中曾提出「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處理委員會」之建議，然而因政策考量，並未納入全國行政革新正式會議定稿及結論。以此觀之，行政部門及學界大致肯認，中央與地方爭議協調機制有其必要性，綜上論述，筆者建議於此前述二解決爭議途徑外，設立一彈性之中央地方權限爭議解決機制，應有其可行性。
二、宜採取我國二階段中央地方爭議解決機制

建議可更明確的區分我國二階段中央地方爭議解決機制。

第一階段：成立中央與地方爭議協調委員會

於行政院下設成立我國之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協調委員會
，委員會組成五至七人，分別由社會公正人士、中央地方代表、學者專家及政黨代表組成。委員會審查範圍為中央與地方因自治監督產生之爭議，至其審查具體要件仍待修法時作周全之考量。

日本中央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僅能對中央地方紛爭提出勸告，該勸告無強制法效果。於我國則建議採雙軌制：

（一）任意性，無強制法效果，勸告性質。

（二）自願交付之強制法效果，由中央、地方自行決定是否願意交付仲裁，而所為之決定具強制性法效果。

第二階段：行政爭訟途徑
即依照釋字第五二七號意旨，具體之行政處分應循行政爭訟途徑，避免目前類此里長延選案、台北市健保費聲請釋憲及高雄市公益彩券釋憲案，針對行政處分或非法規範爭議動輒提起釋憲之情況。惟仍須以「確立機關訴訟、建立訴訟前置主義」為配套措施。

(一) 修改相關規定，確立機關訴訟
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各級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至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與地方制度法就地方立法權、執行權之自治監督爭議係採司法院解釋之途徑不一致；另外，修正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使地方自治團體亦有成為行政訴訟原告之資格，或透過解釋放寬機關訴訟之成立。
(二) 訴訟前置主義，送權限爭議協調委員會審查

日本中央地方爭議之行政訴訟採訴訟前置主義，必須先送中央地方紛爭處理委員會審查，我國亦可參考此訴訟前置主義，如此可有效即時解決中央地方爭議，並可減少中央地方爭議之行政訴訟。

三、司法院大法官釋憲途徑

強化地方自治之保障之爭訟制度，德國地方自治團體可以就邦之法律侵犯地方自治權限為理由，提起「地方自治憲法訴願」，其本質為抽象之規範違憲審查；我國之抽象法規違憲審查仍循釋憲途徑，體現釋字第五二七號之精神。
另，建議修正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確立「凡具體行政處分應循行政爭訟途徑」之原則，避免因個案（行政處分）已送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未解釋前行政院不得撤銷，使得類此台北市以此程序規定而得以造成事實里長延選、里長延任之情形發生。

綜言之，如果能修正相關法制規定，建立二階段爭議解決機制，除可落實憲法及釋憲意旨，未來或可預防類此台北市里長延選案之產生，減低造成中央地方關係緊張之因素，即時由「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協調委員會」進行爭議協調。如此，應有助於我國中央地方關係建立夥伴關係，並與各國地方自治地方分權趨勢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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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enacted in 1999, there are some supervisory conflicts arised, which focus on autonomous enactment, organization and autonomous fiscal rights related to Local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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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行政院解釋案綜合意見書。


� 行政院解釋案綜合意見書亦指出，就地方制度法之規定而言，其抽象的法規解釋權應歸由中央機關行使，地方自治團體則僅就個案之適用有其判斷權，兩者各自分工，並行而不悖，以共謀居民最大之福祉。


�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在司法院解釋前，不得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 「爭議」亦可作「紛爭」。


� 日本地方自治「關與」可譯為「干預」，等同於我國地方自治法制之「自治監督」。


� 財政監督分為預算及會計制度上之監督，本文中不予討論。


� 參見政府改造委員會，分權自主的政府架構組之分組報告草案－「合理劃分職權，強化夥伴關係」，亦提出「設立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協調解委員會」之初步建議。


� 日本之國家紛爭處理委員會係設於總務省下，概因日本之總務省全權主管國內地方自治，舉凡與地方自治相關之政策及法規均隸屬總務省職權。而於我國，與地方自治有關之法規除地方制度法等少部分法規，於皆分散於各部會主管法規，故我國之中央地方權限爭議協調委員會宜設於行政院下。


* PH.D. Candidate, Sun Yat-Sen Graduate Institute ,Chengchi University.





